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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宏观尺度传统村落差异化保护为切入点，选取浙江、安徽、陕西、云南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四省传

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统计学与 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不同省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发现：(1)四省传统村落均呈凝聚性分布，安徽的分布最不均衡但集中度最高，浙江和陕西次之，云南集中

度最低。(2)四省传统村落多集中在丘陵与山地地区，其中陕西以丘陵为主，浙江以山地为主；同时，各省传统村落

在整体上有较明显的沿河、沿湖分布趋向。(3)四省传统村落存在较明显的城镇中心聚集现象，绝大多数村落分布在

中心城镇 30km范围之内；而在交通方面，安徽省传统村落的交通通达性最高，云南省最差。(4)陕西、云南两省的

部分城市，传统村落密度与经济发展指标存在正相关，其余城市两者多为负相关，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村落

的影响方式存在区域差异性。在分析不同区域传统村落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保护和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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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选址稳定、延续至今且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具有丰富的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社会价值。

然而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的不断扩张致使农村空心化日益严峻，对新农村建设的曲解导致村落遭到建设性破坏，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传统村落衰落、消失的现象日益加剧[1]。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的消失，意味着我国文化多

样性、精神文明传承遭到破坏，传统村落所蕴含的人类文化遗产也面临着不可估量的损失。面对传统村落不断衰败的局面，其保

护与发展工作刻不容缓。然而中国的传统村落千差万别，不同地区的村落空间形态和空间分布格局亦有所差异，如何对村落进行

差异化保护成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1990 年代至今，国内外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①传统村落景观的研究，如村落的景观形态[1,2]、村落景观变迁[3]。

②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如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4]、传统文化的保护和重构[5,6,7]。③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如传统村落的

旅游开发
[7,8]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
[9,10]

。④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演化机制的研究，如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
[10,11,12]

，空间分布规

律及影响因素[13,14,15]等。尽管针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不断涌现，其成果也相对丰富，但仍然存在着研究区域尺度不平衡、研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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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涵盖区域相对单一等问题，且多数的传统村落研究都是基于某一地区或个别案例的定性分析，缺少基于大量样本数据的

定量分析，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差异化研究更是鲜见。鉴于此，本文以浙江、安徽、陕西、云南四省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以

多区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差异性分析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数值分析与空间分析技术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以及影响传统村落

空间分布的各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各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与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并梳理传统村落发展现状及其存在

的问题，为全国传统村落的差异化保护与开发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1 研究区及数据来源 

为深入分析不同区域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本文综合考虑了地势地貌、水文、文化特色及传统村落数量等因素，选取浙江、

安徽、陕西、云南等具有传统村落区域特色的四个省份作为研究区，并以各省内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五批传统村落为研究

对象。各省传统村落位置坐标通过百度API 进行拾取；其他经济数据则通过各省统计局和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收集；道路交

通数据源于测绘电子导航数据；各省的 DEM 数字高程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SRTM90m 数字高程数

据。研究区域各省份概况如下：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境内所含传统村落数量为 636个，水资源富饶，地形以丘陵、山脉、盆地为主，占全省总面积的

70.4%。该省文化底蕴浓厚，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改革开放以来，该省依靠有利的地形与交通条件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文化发

展的核心地区之一。 

安徽省位于华东地区，境内所含传统村落数量为400 个，濒江近海，内拥长江水道，水资源丰富，其地势由平原、丘陵、山

地构成，并以平原区域面积占比最高。该省蕴含多样文化，其中以徽州文化最具代表性。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境内所含传统村落数量为 113 个，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水资源相对匮乏。陕西省地处黄河

中游，黄土高原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40%，其地貌以高原地貌最为突出。该省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云南省位于西南内陆地区，境内所含传统村落数量为 708 个，水资源相对匮乏，属于山地高原地形，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

的 88.64%。该省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浓郁。 

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等地理指标表征传统村落空间特征，并综合运用叠加分析、缓冲区

分析、水文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地形地貌、水文、交通、人文经济等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 

2.1 空间分布类型 

传统村落在宏观尺度表现为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类型主要依据空间上点状目标彼此间的近邻程度，划分为均匀、随机和凝聚

3种，可以利用最邻近点指数进行判别，其公式为： 

 

式中：R 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之间比值；r1为实际最邻近距离；r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D 为点密度。当 R=1

时，说明传统村落空间上呈现为随机型；当 R>1 时，传统村落趋于均匀分布；当 R<1时，传统村落趋于凝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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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间分布均衡性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集中程度和均衡性普遍采用地理集中指数与不平衡指数表达，其中地理集中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G 为村落的地理集中指数；Xi为第 i 个市（县）传统村落数量；T 为区域村落总数；n 为市（县）总数。G 在 0～100

之间取值，值越高，表明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反之，则传统村落分布趋向分散。 

分布均值指数用来衡量传统村落在研究区内的村落个数平均程度，可以用村落个数与市（县）总数来计算，其公式为： 

 

式中：G0为每个市、县域内平均分布的传统村落数量；T为区域村落总数；N为市（县）总数。 

用不平衡指数反映传统村落在不同区域内分布的均衡程度，其公式为： 

 

式中：n为市（县）个数；Yi为指定市县域传统村落数量在研究区内所占比重由多到少排序后及至第 i位的累计百分比。不

平衡指数 S介于 0～1之间，如果 S=1表明传统村落平均分布在各研究单元；当 S=1，表征传统村落全部集中在某一市县当中。 

2.3 空间分布聚集性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可知，距离越近的事物关联越密切，本文采用点核密度来分析传统村落在空间上的聚集分布情况。该方

法假设每个村落点上方均覆盖着一个平滑曲面，在村落所在位置处表面值最高，随着与村落点的距离增大表面值逐渐减小，而在

与村落的距离等于搜索半径的位置处表面值为 0。每个输出栅格像元的密度均为叠加在栅格像元中心的所有核表面的值之和，值

越高表明传统村落集中程度越高，空间聚集性也越密集。核密度估算表达式为： 

 

式中：xi表示第 i 个传统村落的位置坐标；(x-xi)为估计传统村落 x 到样本传统村落 xi处的距离；n 为所有传统村落个数；

h是带宽。核密度的估计依赖核函数和带宽 h的选取。 

3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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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空间分布类型 

通过最近邻指数计算可得研究区各省份的空间分布类型，可以看出研究区域各省全部呈凝聚分布。4个省份中安徽省传统村

落最为聚集，邻近点指数为 0.55，云南和陕西次之，邻近点指数分别为 0.61 和 0.64，浙江的聚集程度较其他三省最低，但仍表

现为聚集状态，邻近点指数为 0.69。 

安徽境内地形含有平原、丘陵和山地等，皖北以平原为主，皖西和皖南以山区为主，且占地面积较少，现存传统村落普遍集

中在皖西和皖南等山区，故该省传统村落聚集程度较高。浙江省境内丘陵山地地貌居多，且地形相对破碎复杂，使得传统村落分

布较安徽省而言相对均匀。而陕西、云南两省境内平均海拔较高，区域开发难度大，保留了传统村落相对聚集的空间布局。 

3.2 集中程度与均衡程度分析 

为研究传统村落在尺度上的空间分布差异，本文从市、县两级尺度分析研究区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从市级尺度来

看，安徽省不平衡指数最高为 0.91，浙江省不平衡指数为 0.61，陕西省次之为 0.59，云南省最低为 0.47。整体来看浙江、安徽

两省传统村落不平衡指数均大于开发程度较低的陕西、云南两省。从地理集中度指标来看，安徽的地理集中指数最高为 70.21，

浙江和陕西次之，云南最低为 34.30，说明安徽的传统村落具有高聚集性，浙江和陕西的聚集性次之，云南的聚集性最低。而对

于分布均值指数，浙江和云南的相对较高，安徽和陕西较低，这与传统村落的个数以及省内市级区域划分个数相关。从上述指标

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浙江和云南两省传统村落在市级尺度上分布相对均匀，而安徽、陕西两省传统村落在市域尺度上则较为

集中，且安徽省的传统村落集中程度更高。 

在县域尺度上，4个省份中不平衡指数最高和最低的依然是安徽（0.89）和云南（0.63），但是与市级尺度上相比不同的是，

陕西的不平衡指数超过了浙江，可能的原因是陕西省内的村落个数总数较少，且没有传统村落的县域较多。与市级尺度相比，除

了安徽外，其他三省的村落不平衡指数均高于市级。从地理集中指数来看，安徽最高，陕西和浙江相当，云南最低，与市级尺度

的地理集中指数得到的结论一致。同时，四省县级传统村落地理集中指数均高于分布均值指数，说明县级尺度内四省均表现出集

中的状态，且安徽的集中度最高。 

3.3 空间分布聚集区分析 

受地理环境与社会因素影响，各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为研究各省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聚集的差异，

本文利用 Arc⁃GIS10.2软件对浙江、安徽、陕西、云南四省传统村落进行核密度估计（图 1）。 

可以看出，浙江省的传统村落成片分布在浙西南和浙中区域，浙北和浙东南区域零星分布。丽水市成为高密度聚集区域，且

存在两个高密度聚集点，主核心聚集区在丽水市的北部，且辐射到衢州市、台州市和金华市，次核心聚集区在丽水市南西部。同

时在金华市中心区域形成了本市的核心聚集区，金华、台州、绍兴、宁波等市级相交的区域形成了相对均匀分布的格局。安徽省

现存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在皖南山区，且以黄山市为主要聚集区，核密度点在黄山市的东部和中心区域，辐射至池州和宣城；安

庆、宣城、池州市的传统村落相对其他皖南地区传统村落的个数较多，但体现出散落分布状态，而传统村落在皖北地区鲜见。 

陕西省传统村落相对其他省份个数较少，主要集中在以渭南市为中心的陕南和以榆林市为中心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地区且

成片分布。云南省地域海拔较高，传统村落的个数较多，基本覆盖了整个云南省。其中西部的保山、大理市及其周边辐射的部分

其他市区域，东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形成了传统村落分布的聚集区，其他地区则相对均衡，没有形成高密度聚集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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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四省传统村落的核密度估算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省份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的聚集特征差异明显，从整体上看浙江和云南相对均衡，而安徽和

陕西则集中在部分区域，例如安徽省的传统村落呈现出高度聚集分布和分布极度不平衡特征。这种差异性特征的形成，一方面是

因为区域自然环境等是村落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对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 

4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4.1 地形因素 

地形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组成要素之一，对传统村落选址和布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参考李炳元等人制定的中国地貌类

型划分标准[16]，利用 GIS方法提取研究区地形起伏度，并按地表起伏将其划分为平原（<20m）、台地（<30m）、丘陵（30～200m）、

小起伏山地（200～500m）、中起伏山地（500～1000m）、大起伏山地（1000～2500m）、极大起伏山地（1000～2500m）等 7个等级，

按海拔高度将 DEM划分为低海拔（<1000m）、中海拔（1000～2000m）、中高海拔（2000～4000m）、高海拔（4000～6000m）和极高

海拔（>6000m）等五个等级，进而统计四省地貌类型和海拔划分类型的面积占比，以及落入各划分类型传统村落个数与其在全部

传统村落占比。 



 

 6 

对比四省不同地貌面积占比和传统村落分布，不难发现，传统村落多集中在丘陵与山地地形（图 2）。在安徽和云南两省传

统村落坐落于山地和丘陵的个数占比相差不大，在陕西则以丘陵地形为主，在浙江尤以山地地形为主。从传统村落在地形的选择

偏向丘陵和山地区域可以解释其会聚集在皖南、浙西南等区域。另外，传统村落聚集于此的原因可能是山地与丘陵地区地势起伏

不平，地貌破碎，道路崎岖，极大限制了当地人民的交通与外来文化交流，相对闭塞的生存环境阻碍了传统村落的消亡，从而更

利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相对而言，在皖北、浙江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平原区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为传统村落的营建

和布局提供了便利，应是村落建址的良好选择，但现有传统村坐落在平原的个数占比均小于 7.5%，进而可推测平原地貌上原有

传统村落受社会发展和外部冲击较大。 

4.2 水文因素 

水是人类生活的必备物质，在传统村落的选址和聚集中起到重要的驱动作用。本文通过河网与传统村落位置的叠加分析，以

反映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水文因素的空间关系。各省河网数据基于 

SRTM90m 分辨率 DEM 提取（图 3），并通过对比已有的测绘电子导航的水系数据确保精度，之后对河网和传统村落进行叠加

分析，得到传统村落到水系距离统计表。从整体上来说传统村落具有较明显的沿河、沿湖分布趋向，且大多数传统村落都分布在

距水系 5km 内。相对而言，受区域水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传统村落沿河、沿湖分布趋向也不尽相同。除了浙江省在水系5km 范

围内的占比相对较少现代城市化开发影响的强弱，且现代中心城市大多由古代城镇演化而来，因而与中心城镇距离在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了传统村落的交通便利情况。本文分别选取浙江、安徽、陕西、云南四省的 101、77、117、129 个县级以上城市作为各

省传统村落的“中心城镇”（图略），综合利用缓冲区分析与叠加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以分析传统村落与其区域中心城镇之间的

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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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四省传统村落的地形分布 

浙江与安徽两省传统村落在距中心城镇的空间分布高度相似，多数集中在距中心城镇直线距离 10～30km范围内。在距中心

城镇直线距离 0～10km范围内，相对于陕西与云南两省，浙江、安徽传统村落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占比较小。总体上看，传统

村落集中分布于距中心城镇直线距离 0～30km范围内，且距离0～10km 范围内的村落占比均低于 25%，可以推测出传统村落在建

造时倾向于向城镇聚拢外，其他三省差异不大，但是从村落在省（市）级尺度上的集聚性来看，河流的分布并未成为传统村落选

址的充分条件。 

4.3 交通因素 

4.3.1 区域中心城市距离 

传统村落离区域中心城镇的距离决定着其受却仍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同时乡镇聚集区特别是交通枢纽区域内的传统村落分

布较少，说明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传统村落的保护会面临严重的冲击，尤其是距离中心城市相对较近的传统村落，受到

城市化的辐射较大，传统村落被同化或破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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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四省传统村落的河网分布 

安徽、陕西两省多数传统村落交通通达度较高，浙江、云南两省现存传统村落多数交通达度较差，而云南最差。结合当地背

景，陕西位于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受制于地形，传统村落与道路的建造空间分布高度一致。安徽省传统村落主要集中

在黄山区域徽文化范围内，黄山由于海拔较高，为该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便利，后黄山区域经旅游开发，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与交通状况改善，由此安徽、陕西两省现存传统村落的通达度相对较好。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发达的交通为经济开发提供便

利，使得当地经济发展迅速，而高强度的开发却对当地传统村落的维护造成了严重威胁。云南省位于高原区，平均海拔较高，高

海拔与起伏不平的地形增加了区域开发与交通建设难度，进而限制了当 44.3.2 交通条件 

交通路线是维系城镇之间联系的脉络，对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也对传统村落的发展和保护起着重要的

作用。本文以四省的铁路、高速、国道、省道矢量数据为基础，对各个道路分级缓冲区加权，最后通过无量纲化处理，得出村落

的交通通达度，其中道路权重赋值与各省传统村地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外来因素破坏。因而浙江、云南两省交通通达度较差的传

统村落多数得以完整保存。 

4.4 社会经济因素 

传统村落作为人类文明聚集的载体，其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推动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扩张，在追求经济效益，进行大

规模城市扩张的同时，难免会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产生冲突。本文选取常住人口、GDP、工业生产总值、城镇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6个经济指标反映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将从各省统计年鉴获取的经济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极

差标准化）处理，并以 Excel 折线图的形式展现市级尺度数据（图 4），之后利用 SPSS 软件求取各项经济指标与传统村落之间的

相关系数，分析其对传统村落的影响。 

由分析结果可看出，浙江和安徽两省传统村落在市级尺度上与各项经济指标在整体上呈相反走势；陕西和云南两省除宝鸡、

西安与昆明市传统村落与各项经济指标走势存在较大出入外，其他市州传统村落与各项经济指标走势大体上保持一致。各省传

统村落与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多数存在负相关，其中以浙江省为最，传统村落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现高度负相关；安徽次

之，经济发展对安徽村落保护与发展起到一定消极影响。陕西、云南两省传统村落与多数经济发展指标呈较弱正相关，整体上经

济发展对当地传统村落的保护“利大于弊”。总体而言，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起到消极影响，特别是

浙江沿海区域，合肥、西安、昆明等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指标与传统村落个数呈强烈的反比，而不断地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使得

这些区域传统村落的破坏问题更为突出。相对而言，在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金华、黄山、渭南、大理等区域传统村落个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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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传统村落与社会经济指标 

5 总结与建议 

本文选取了浙江、安徽、陕西、云南四省的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对各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对

比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各省传统村落均呈凝聚性分布，其中安徽省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不均衡但集中度最高，浙江省和陕

西省次之，云南省传统村落的分布相对均衡且集中度最低。②4个省的传统村落 80%以上都集中在丘陵与山地区域，其中在陕西

省主要集中在丘陵地区（61.95%），在浙江省则主要集中在山地地区（61.48%），而在安徽省和云南省两种地貌类型区的传统村落

数量则比较均衡。③各省传统村落在整体上有较明显的沿河、沿湖分布趋向，其中安徽、陕西、云南将近80%的传统村落都分布

在水系 5km 范围之内，这一指标在浙江省略低，但也超过了 60%。④各省传统村落有明显的围绕中心城镇聚集分布的现象，绝大

多数村落分布在中心城镇 30km 范围之内，其中安徽、陕西、浙江这一比例均超过了 80%，云南略低。安徽、陕西两省传统村落

交通通达度较高，浙江、云南两省较差。⑤在市级尺度，除陕西榆林、浙江金华等个别城市外，其余地区的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与

各项经济指标呈负相关，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对传统村落的影响以抑制为主，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进程对传统村落的发展与传承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如何阻止传统村落日益没落的趋势，合理地协调经

济发展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传统村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不同区域典型传统村落分析研究，在此

提供以下建议作为参考：①传统村落多成片聚集且有聚集中心，聚集中心位于县域内，可设县级传统村落重点保护区，宣传与弘

扬区域特色传统文化。②位于濒海或沿海的华东、华中地区平原地貌和距中心城镇 10km 以内区域的传统村落受经济开发冲击较

大，应多注重这两类区域传统村落的修复与完善。③西部地区传统村落保存相对完善，且具有明显沿河、湖分布趋势，自然风光

极好，可为旅游开发重点，并注重村落及自然环境的保护，避免过度开发。④较差的交通条件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

了保障，但也同时限制了传统村落的发展与传承。各省应在保证传统村落不受破坏的情况下加强交通建设，在保留传统村落区域

特色同时，打造传统村落品牌，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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